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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要真正地将“制度育人”的理想变成现实，探询学校制度生活促进个体发展的内在机制十分必要。学校制度生活的促进机制涵括“强促进性机制”和“弱促进性机制”两类，前者可以分为心理层面的共享性机制和行为层面的规限性机制，而后者则可以分为心理层面的生成性机制和行为层面的引导性机制。当然，各类机制的发生需要各方面因素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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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制度生活作为学校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及其代理人所构建或予以认可的各种正式制度之中师生所展开的学校生活领域。依其教育本意，无疑应致力于促进个体的发展，而问题在于它是如何促进个体发展的? 纵观已有的研究，对其促进性机制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因此，有必要深入探询机制问题，从而为制度育人实践提供可靠的理论支持。
1、 学校制度生活促进个体发展的前提性反思
( 一) 学校制度生活的个体发展立场
依社会契约理论，在自然状态中，每一个体都是自由自在的。虽然在进入社会状态后，个体需要放弃一部分自然权利，但是每个人依然有其权利，应被视为不可替代的价值实体。事实上，及至现代社会，此一立场已逐渐被视为人类社会的价值基础。因为，没有个体的创造性，何来社会的进步? 没有个体的独一无二的价值，你、我将如何自处于社会之中? 可以说，近世以来，卢梭、杜威、皮亚杰等也都十分强调学校教育的个体发展立场。当然，学校教育强调学生个体发展，并不是忽视学生个体发展中群体生活的巨大作用或者人的群体性特质。事实上，杜威就曾指出，个体与社会并非对立关系。相反，个体的发展能最终促进社会的进步。因为，人们必须自主观察，形成他们自己的理论，并且亲自检验这种理论。这种方法是把教条当做真理强加于人的方法的唯一替代方法。①借助于此，个人在观察、想象、判断和发明中理智上的变异就会成为社会进步的动力。而如果学校教育不致力于学生个体的发展，那么它就很容易沦为一种控制手段，使个体湮没、个性泯灭。②进而言之，将最终阻碍社会的发展。
学校教育应以学生的个体发展为归旨，但是，学生个体是如何在学校教育中实现发展的呢? 事实上，人的生活本质上不同于动物的生存，生活的主体是人，人与生活是同一的。只有在生活中，人才能实现发展的多样可能性。正如库比特所说: “我就是我的生活，我的生活就是我，就是我的整个表达或者规定的自我”。③言下之意，在生活中，人才能实现真正的自我，实践人的生命发展历程。故而，以学生个体发展为要职的学校教育当然不能忽视学校生活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学校制度生活的作用。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制度化是现代学校教育的根本特征，学校生活的运转与发展根本无法脱离制度的引导与规范。可以说，学校生活根本就是一种制度生活。正是在此意义上，学校制度生活作为学生个体发展的基本境遇，对学生个体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要实现学生个体的发展，学校制度生活必须倚赖于一定的促进性机制。简单而言，机制指的是机体的部分之间为实现其功能，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由此，学校制度生活的促进性机制则可以被理解为学校制度生活内部各种要素之间相互作用，从而促进学校制度生活中学生个体发展的过程或方式。而我们要问的是，学校制度生活中的学生个体发展是如何发生的呢?
( 二) 已有研究的整体梳理与反思
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学校制度生活及其相关问题的理论研究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在学校制度生活促进个体发展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总的来说，在当前关于学校制度生活促进个体发展的机制( 或称" 教育性功能发生机制" 、" 教育机制" ) 问题以及与这一问题相近的研究中，大致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单机制”说。在一些学者看来，学校制度对学生的发展产生影响，只有一种机制。比较典型的说法如高德胜在《生活德育论》中指出，制度德性和个体德性之间是一种“位移”的关系，即制度德性会位移到个体，使个体具有和制度一样的德性。④再比如于忠海就立足于不同的制度分析视角，认为旧制度分析关照下的学校德育是通过灌输机制，而新制度分析则更强调共生机制。⑤
第二，“双机制”说。刘超良、冯永刚都认可，学校制度教育性功能的发挥，其发生机制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激励机制，一种是惩戒机制。它们两者相互依靠，不能偏废。刘超良认为，惩戒机制，或者说纠偏机制只能抑制个人不良的或恶的德行，却难以使人确立积极的德性，因而，还需要建立起肯定性的激励机制。⑥而冯永刚则更加明确地指出，学校制度的激励机制和惩戒机制以及二者的结合，客观上构成了道德教育运行时的外在制度环境。⑦
第三，“多机制”说。相较于以上两种观点，刘华杰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制度作为学校中一种重要的教育力量，它对学生有着潜移默化的巨大教育影响。而教育性机制则是制度和学生意识、行为的联结，是制度发挥其教育功能的重要支撑。学校制度教育性机制并不仅仅包含一类或者两类机制，而是包括多类机制，如“宣讲机制”、“惩罚机制”、“陶冶机制”、“示范机制”等。⑧
以上三种观点各有其合理之处，也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第一，漠视学生的主体性。在当前的学校制度生活促进个体发展机制研究中，我们很容易发现，生活于其中的具体学生往往被视作为客体性的存在，即被视为受塑造、受影响的，而且是无差别的对象，而非具有主体性的、独一无二的存在，并非立足于个体发展的立场。第二，割裂心理与行为。个体发展不仅仅是行为层面的，更是心理层面的，缺一而不可。但在目前的研究中，虽然有学者试图从心理与行为入手来分析，但总体上还是不够深入，没有站在一个整全的立场去系统地看待个体的发展。第三，忽略机制之间的关系。除了“单机制”说，其他两种论断都涉及到机制之间关系的问题。然而，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这方面的研究十分匮乏，即使相关论者就此问题有所论及，但未能深入，没能深刻揭示机制的发展基础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由此看来，今后的研究应该在反思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在强调学生主体性、结合心理和行为、把握各机制之间的逻辑关系等方面有所突破。
2、 学校制度生活促进个体发展的机制阐析
由当前的教育学与心理学理论观之，人的发展可以分为心理发展与行为发展，心理发展则涵涉认知、情感等方面的发展。⑨故而，人的发展就是指作为个体的人在心理和行为两方面有规律进行的量变和质变的过程。而在学校教育情境中，为了实现个体的发展，学校制度生活往往是诉诸一定的机制而作用于学生个体的心理和行为。要更进一步地理解学校制度生活的促进性机制，我们可以从学生个体心理与行为两方面入手，分别加以论述。当然，这只是在理论上的区分，它们在真实的教育情境中其实是无法截然分开的，二者本质上是一种相互依持，相互促进的关系，最终统一于个体的发展。一方面，制度生活中学生个体心理层面的发展往往需要通过行为层面的发展来实现。如此，善才可能落实于学生个71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14 年第 4 期体的现实生活中，体现出其实践本性。另一方面，制度生活中个体行为层面的发展往往需要心理层面发展的支持。没有学生个体自觉等的提升，学生个体行为的发展往往有相当大的难度。例如，没有对学校惩罚制度的自觉认识，学生很难在被惩罚后实现行为层面的真实转变。⑩
依据学校制度生活的促进机制作用于学生个体心理和行为的约束力，我们又可以将学校制度生活的促进机制分为强促进性机制和弱促进性机制。简言之，强促进性机制指的是此一促进机制具有强大的约束力，使得个体不得不在心理与行为层面达到学校制度生活的要求而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而弱发展性机制则不具有强大的控制力，往往采用引导、诱使等方式来实现个体的心理与行为发展。很多时候，前者针对的主要是个体心理与行为层面的消极性要求，侧重于底线和基础等，而后者针对的主要是个体心理与行为层面的积极性要求，侧重于理想和追求等。
( 一) 强促进性机制
1． 心理层面的共享性机制
我们不否认学校制度生活具有人为性的特点，不过，当它被创造出来后，其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了一种客观实在，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成为人的生活的构成性因素。正如赫勒所说，人事实上就降生于一个独立于他而存在的世界中。这一世界对他表现为既成事实……具体的社会条件，一系列具体的假设和要求、具体的事物和惯例。瑏瑡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学校制度生活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个体来说，无疑就是一种“既成事实”，后者时刻受到前者的约制。
事实上，在学校制度生活这一“既成事实”背后，其实隐藏着群体的某些共享性观念。因为，在一般意义上，制度是有关各方不断交往与妥协的产物，是集体行动的直接后果，学校制度生活当然也不例外。但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学校制度生活作为集体行动的后果，缺乏自成的自我强化机制，当面对源自个体本性的私利动机时，往往十分脆弱。因此，学校制度生活的存续与发展，必须建基于某些群体的共享性观念基础之上，即受其约束的成员应当共同接受或承认某些合乎情理或判断的价值观念。而若是没有共享性观念的存在，学校制度生活的存在势必举步维艰，更勿论其发展了。柏拉图也说: “如果同处一国，同一遭遇，个人的感情却不一样，哀乐不同，那么，团结的纽带就会中断”。瑏瑢言下之意，没有共享的观念，城邦将分崩离析。城邦如此，学校更不例外。可以说，一种学校制度生活之所以稳定，之所以能发挥持久而强大的效力，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背后“隐藏”的特定观念被生活于其中的个体所共享。
正是诉诸于学校制度生活背后的共享性观念，生活于其中的个体的心理发展得以实现。因为制度生活是群体意见的表现，即体现一定的共享性观念。那么，在人的一切都有社会历史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对生活于其中的个体无疑具有着强大的约束力，从而使得生活于特定群体中的人们不得不采用那些群体共享的观念，并以此型塑个体的自我认知乃至未来期望。具体言之，只有个体接受群体所共享的观念，也就是制度生活所蕴含的观念，其才会被群体所接受和认可。而如果个体不接受此些群体所共享的观念，那么他们极可能会被群体归为“异类”甚至是“不受欢迎者”，被群体所排斥。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并没有自主选择的余地。而正是在这种“共享性机制”的影响下，包括个体认知、情感在内的个体心理就会被制度生活背后的群体共享的观念所构造，成为心理层面的群体的一部分。例如，假设需要我们去构建学校制度生活，我们很可能想到的是校长、科室主任、老师、学生这样一种“等级性”架构，我们万不会采用甚至想到按照其他的观念来构建学校制度生活，因为那样会“学校不像个学校样子”。这一例子无疑显明了，我们已然接受了当前关于学校制度生活的“共享性观念”。
共享性观念不仅对于维持群体的稳定与发展有利，对于个体生活也有着巨大的意义。因为，从原初意义来看，人不可能每一时刻都生活于重新创造的环境中。因此，共享性观念作为被人们所普遍接受的一种存在，事实上支撑着个体的生活，使个体能够更好理解其所处的环境，预测生活的未来发展，等等。缺少它的“帮助”，个体生活将萎缩到永远无所依持的境地。
通过共享性机制实现个体发展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它的发生需要一定的条件。第一，共享观念的发展性。学校教育虽然“栖身”于民族、国家之中，但它归根到底是一项道德的事业，担负着“育人”的重责。因此，学校制度生活所共享的观念就不能完全屈从于现实的功利要求，必须在根本上符应于个体发展的价值需要，契合于人性的价值立场，如自由精神等。第二，制度影响的现实性。无疑，在学校制度生活中，每个年龄阶段的个体发展水平是不同的，每个个体的生活环境也是不同的，等等。故而，制度生活中所蕴含的共享性观念对于不同个体的发展是否具有现实的意义，还要看此一影响是否能为个体所接收，从而能够真正得到落实。第三，外在环境的支持性。学生的个体发展不仅仅受到学校制度生活的影响，他也受到学校非制度生活，乃至校外的家庭、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影响。学校制度生活中所蕴含的共享性观念是否能促进学生的发展，其实也需要以上诸因素的支持。例如，当学校制度生活所蕴涵的价值理念具有“恶”的性征时，其与外在环境的高度一致性将导致无法想象的后果。
2． 行为层面的规限性机制
依社会契约理论，当原始状态无法继续时，人就“不得不缔结”社会公约。在此情况下，人就会获得一种约定的权利。当约定的权利进入法律领域时，就成其为法定权利。在此意义上，法定权利不及自然权利充盈、完全，是其部分自然权利的现实化，是理想与现实妥协的后果。但是，无论是何种权利，都不是无边无界的，它们都需要制度生活的规限，从而使之不致破坏基本的群体生活要求。而且，每一个人必须对社会承担一定的义务。如果学校制度生活规定教师有信任学生的义务，教师就不能以任何借口不去信任学生。所以诺斯才会说，制度是社会游戏( 博弈) 的规则，是人们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流行为的框架。瑏瑣更确切地说，制度生活就体现着一定的生活方式，它规限着生活于其中每一个体的日常行为。不难理解，当制度生活的规限性机制变得薄弱时，生活中的坏人就会多起来，人的生活也就自然会变得混乱不堪。事实上，这并不是因为坏人变多了，只是在制度生活的规限性机制还能发挥作用时，坏人做坏事要相对难一些，条件差一些; 当规限性机制变得薄弱时，个体权利势必将极容易受到侵犯，而社会义务无疑也将不被人所重视，学校秩序自然就会变得混乱，坏人坏事自然也就会多起来。故而，规限性机制需要依靠一定的手段来把控生活于其中的每一个体的行为，使其不会轻易“越界”。事实上，这一保证规限性机制能发生作用的手段即是惩罚。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制度总是通过惩罚来实现，没有惩罚的制度是无用的。瑏瑤正是利用了人趋利避害的本能，惩罚使个体行为受到全面调控，从而在整体上使学校制度生活的规限性机制得以实现。需要说明的是，强调惩罚并非就是对人性不信任，只是我们试图避免在人性善恶问题上滑向“唯意志论”，将“人人皆为尧舜”作为超越一切道德困境的唯一出路。亚里士多德对此说的很清楚: “多数人服从的是法律而不是逻各斯，接受的是惩罚而不是高尚［高贵］的事物。所以有些人认为，一个立法者必须鼓励趋向德性、追求高尚［高贵］的人，期望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公道的人们会接受这种鼓励; 惩罚、管束那些不服从者和没有收到良好教育的人; 并完全驱逐那些不可救药的人。因为，公道的人会听从逻各斯，因为他们的生活朝向高尚［高贵］; 坏人总是追求快乐，应当用痛苦来惩罚，就像给牲畜加上重负一样”。瑏瑥故而，要达到规限的目的，惩罚是必要的，学校制度生活当然也不例外。
而学校制度生活规限性机制的实现，必须建立于一定的条件之上。首先，契合教育的本意。放在学校教育情境中，制度的本意在于个体发展，它和监狱等场域的目的和价值是不一样的。故而，学校制度生活的规限性机制的教育性必须要全面的凸显出来。例如，规限性机制所倚赖的惩罚就不能局限于使痛苦者通过痛苦来赎罪等，而是应更多地促进个体道德自觉的发展。瑏瑦其次，立足个体的权利。正如上文所论，每个人都有其权利，无论是自然权利还是法定权利。没有权利，个体不成其为人。故而，当规限性机制产生效力时，也即学校制度生活作用于个体行为时，要兼顾及个体的权利，尤其是与规限性机制相配合的惩罚，更应具有指向个体权利的敏感性。最后，明确规限的界限。规限性机制的发挥作用也要依靠规限的界限之明确，不能使界限模糊从而使个体行为迷失于单调的抽象之中。事实上，我们认为规限界限不能过于抽象、概括，并不是认为其应走向琐碎，而是要强调界限必须结合具体的教育情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定程度的提炼，从而保证规限界限的明确化。
( 二) 弱促进性机制
1． 心理层面的生成性机制
制度生活本身内蕴着一定的共享性观念，保证群体意识层面的一种“秩序”，但这种“秩序”并不是“铁板一块”似的强制，而具有着生成的特质。因为，人类生活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生成、价值更新的进程，每一个体都会参与其中。正如库利所说，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创造性的进程，我们确实正在创造着新价值，每一个个体在这一创造性进程中都占有一席不可替代的位置。瑏瑧在学校教育情境中，学校制度生活是否能促进此一进程，将对个体发展产生巨大影响。杜威曾说，当个体因所谓的一致性的利益而受到压制，并且学校生活都必须按照单一模式运转时，就不可避免地使学生造成心理上的混乱和故意矫揉造作。瑏瑨但当学校制度生活以个体发展为旨趣时，这一进程将会得到有力地推进，因为以个体发展为追求的制度生活的共享性观念无疑将体现出自由、民主、平等等人性化观念。故而，当这些以个体发展为旨的共享性观念为大家所接受后，其事实上就成为制度生活中个体精神自由发展的保障，促进着个体自觉的提升，护佑着共享性观念基础上的认知、情感等的“飘移”，实现了个体心理层面的生成与发展。由此，制度生活因秉持人之为人的价值支撑，从而使人免于陷入“精神的动物世界”，对个体生成的心理倾向等以及由此而生的改善制度生活所蕴含价值之努力保持着一种宽容甚至鼓励。
事实上，这一机制也符应着制度生活本身的要求: 一方面，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制度是人为的产物，是集体行动的后果。而学校制度生活当然也不例外，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故而，其背后所蕴含的理念事实上就是人类群体互动交往，不断生成的结果，并非是既定的构架。另一方面，人不是神，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所以，作为“人造物”的制度生活本身，乃至制度生活所蕴涵的价值理念都有可能是不好，乃至错误的。尤其当一种价值理念缺失生成性而僵化为意识形态时，那对于其所引导下的个体生活而言就更加危险了。故而，制度生活所蕴含的价值理念本身就需要，因而也希望能够得到不断的更新、发展，以免成为人的生活发展的阻碍，乃至沦为“革命”的对象。当然，在观念不断生成的过程中，一些诸如不符合个体发展要求的观念也会在制度生活的作用下被“遗忘”。
不可否认，为实现个体的发展，生成性机制也需要一定的条件。第一，制度生活的包容性。可以想见，如果某一种制度生活是排斥异质、拒绝多样的话，个体的存在将是饱受压迫而麻痹的。故而，只有在我们周围的环境中产生的观念变得复杂起来，生成才会变得有可能和必要。瑏瑩正是在此意义上，学校制度生活对可能存在于其中的多样性观念的包容是为生成性机制的发生的前提和基础。第二，价值主体的反思性。价值生成并不是无缘无故的，他需要的是一种反思性的态度，对制度生活，尤其是其背后的价值理念的反思是必不可少的。尤其当面对顽固地拒绝任何变化的制度生活时，人就更需要保持一种反思的态度，否则个体心灵很容易在各种制度性的压迫中变得麻痹。第三，生成过程的对话性。任何一种制度生活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都有着可供改善的余地。故而，一个正常的或者健康的制度，就该是能为源自其内部的基于反思的各种批评性意见提供存在空间的，并为它们之间的，乃至它们与“主流意见”之间的对话提供一定的空间。因为，只有在自由的对话中，善恶、正义以及其他类似观念的辨认才有可能，人之为人的根本才能彰显。瑐瑠
2． 行为层面的引导性机制
制度生活作为人为的产物，必然体现人类的价值观念，这不仅包含人类对何种行为应该得到规限方面的体认，也涵涉人类对何种行为应该得到鼓励乃至引导的认知。因为，一种制度生活的确立与发展，必然带有一种关于生活理想的主张，体现出人类群体已然对多元的人类理想作出了切实的价值裁决。也就是说，在一定的制度生活的情境中，什么是“好”，何为“好人”这一系列问题都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解答。当制度生活所面对的价值判断不成其为问题时，制度生活就会确立生活于其中的每一个体的身份和任务，乃至所应奉行的“适当”的行为，并通过影响资源分配等方式来影响个体行为的发生。使得个体逐渐采纳得到群体认可和追求的行为和做法。而在教育情境中，自启蒙时代以来，人们愈来愈将人之为人的根本依存于出生后长期的发展乃至教育。瑐瑡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康德才说，人实现人类的特质，不是靠上帝，而是靠自身的努力。及至现代社会，在先进的国家里，全体国民都在进入某种学校去受教育，并且把在学校受到的某种程度的教育看做是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教养标准。瑐瑢正是在此意义上，作为学校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学校制度生活事实上就为学校个体发展提供着关键性的资源，而个体对资源的需求则直接导致了个体对学校制度生活的依赖。更确切地说，资源是有限的，尤其是优质的资源更是稀缺，而制度生活所调控的“由中心到边缘”的差异化资源配置则会迫使个体不断调整其行为，以求达到甚至超过制度生活所倡导的理想行为，完成乃至更好地实现制度生活所加之于人的行为要求，以此获得生存和发展所需的各种资源和社会认可。例如，在一种为素质教育思想所引导的学校制度生活中，一个在形式上和做法上符合素质教育标准的学生个体，往往更容易得到老师的表扬、社会的认可乃至获得更好的升学机会，等等。而在为应试教育所裹挟的学校制度生活中，情况极可能会完全不同。
要最大程度上地实现引导性机制，学校制度生活应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第一，确证引导的教育性。学校制度生活作为学校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并不能脱卸其固有的教育职责，即引导儿童过上“好的”生活。这种“好”是一种“自然的好”，即它已然超越任何时间、任何地方，是一种恒久不变的价值存在，值得人们永远的追求。故而，学校制度生活要真正实现其教育职责，就不能保持价值中立，而应该保持对“好”的持续不断的追求，如教育资源分配中的公正。第二，引导过程的稳定性。引导性机制要对个体行为发展产生影响，必须保持一定的稳定性。此一稳定性不仅包括时间上的稳定性，即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不只是短期投机性的做法。否则，其效力也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也正是因为知道行为改变的难度，亚里士多德才如此强调行为习惯对个体发展的重要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引导性机制在措施、执行者等方面要保持一个稳定性，并有逐步的改进。例如，何为“表现好”的学生，涉及到许多技术性的问题，而且往往是比较模糊的，只有在保持其某些稳定性的同时不断改进，才能促进引导性机制的效力。第三，保障预期的可现性。在学校制度生活中，为了促进个体行为层面的发展，立足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制度生活中的引导性机制往往会结合以具体的教育资源分配优势。而当个体行为发展方向为制度生活所先定方向引领时，个体往往会产生一定的预期，即对获得一定教育资源的期待。而如果个体在行为层面达到制度生活要求的情况下，不能获得相应的教育资源分配，那势必将影响制度生活引导性机制在更长时间内、更大范围内对个体的影响力。
由上观之，笔者认为学校制度生活促进个体发展的机制函括“两层次、四机制”。不可否认，此一观点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学校制度生活促进个体发展机制的理论如何与学校制度生活实践相结合、学校制度生活促进个体发展的机制如何与学校制度生活促进群体发展的机制相衔接等问题，这些无疑都是我们的后续研究需要努力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总的来说，学校制度生活促进个体发展的机制问题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需要我们不断深入探询，以为“制度育人”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提供助益。
注 释:
1［美］约翰·杜威: 《民主主义与教育》，王承绪译，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 312 页。
2［德］卡尔·雅斯贝尔斯: 《什么是教育》，邹进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年，第 6 页。
3［英］唐·库比特: 《生活，生活———一种正在来临的生活宗教》，王志成、朱彩虹译，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 年，第 2 页。
4高德胜: 《生活德育论》，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69 页。
5于忠海: 《制度化教育与学校德育机制研究》，《现代大学教育》2010 年第 3 期。
6刘超良: 《制度德育论》，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 年，第 187 页。
7冯永刚: 《制度道德教育论》，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76 页。
8刘华杰: 《学校制度的教育性机制及其影响因素》，《教育研究与实验》2010 年第 6 期。
9在古希腊哲学中，柏拉图就曾从心灵与行为实践的角度来分析人的美德问题。如他就说，实践做好事就养成美德，实践做丑事就养成邪恶。而在他看来，美德就是心灵的健康。( 参见［古希腊］柏拉图: 《理想国》，郭斌和 张竹明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2 年，第 174页。) 亚里士多德在分析个体德性时，也是从行为与知道来阐述的。在他看来，所谓“知道”，指的是对于所做的事的环境与性质是有意识的。( 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 42 页。) 及至现代，在当前主要的心理学观点中，如生物学观点、心理动力学观点、认知的观点、文化的观点等，都认可人的发展可以从行为与心理( 或意识) 的角度来理解。( 参见［美］理查德·格里格，菲利普·津巴多: 《心理学与生活》，王垒 王甦等译，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 年，第 12 页。)12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14 年第 4 期
10［法］爱弥尔·涂尔干: 《道德教育》，陈光金等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20 页。
11［匈］阿格妮丝·赫勒: 《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重庆: 重庆出版社，1990 年，第 4 
12［古希腊］柏拉图: 《理想国》，郭斌、张竹明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2 年，第 197 页。
13［德］柯武刚，史漫飞: 《制度经济学》，韩朝华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0 年，第 128 页。
14［德］柯武刚，史漫飞: 《制度经济学》，韩朝华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0 年，第 32 页。
1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尼可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 313 页。
16［法］爱弥尔·涂尔干: 《道德教育》，陈光金等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23 页。
17［美］查尔斯·霍顿·库利: 《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包凡一等译，北京: 华夏出版社，1999 年，第 31 页。
18［美］约翰·杜威: 《民主主义与教育》，王承绪译，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 321 页。
19［美］查尔斯·霍顿·库利: 《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包凡一等译，北京: 华夏出版社，1999 年，第 40 页。
20［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 8 页。
21［日］筑波大学教育学研究会: 《现代教育学基础》，钟启泉译，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67 页。
22［日］大河内一男，海后宗臣等: 《教育学的理论问题》，曲程、迟凤年译，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 年，第 47 页。( 责任编辑 陈振华)
Mechanisms of School System Life in Promoting Individu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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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achieve the goal of“educating through the system”，it＇s very essential to explore the intrin-sic mechanisms of how school system life can promote individual development． These mechanisms involve thestrong promoting mechanism and the weak promoting mechanism． The former can be subdivided into the sha-ring mechanisms psychologically and the regulating mechanisms behaviorally，the latter can be subdivided intothe generative mechanisms psychologically and the guiding mechanism behavior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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